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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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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

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

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

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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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labor migr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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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in 201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family, the behavior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abor transfer under gender differences have been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s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has been further discussed. The study 

found that labor force’s migrating for work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compared with male migrant 

workers, female migrant workers had a more obvious impact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services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y migrant workers but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adopt social services was low after female farmers went out for non-farming job. Further, after adopting the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s the adjusting variabl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has 

been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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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土地利用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

关，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耕地撂荒在

过去半个多世纪呈全球性扩散，在欧洲、美国、日

本等发达地区较为普遍[1]。中国耕地撂荒现象最早

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逐步由个别省份扩

大到全国区域[2]。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课题组研

究显示，2017 年全国 95%的县级行政单元存在耕地

撂荒现象。其中，撂荒率超过 10%的县级行政单元

占全国总数的 30.23%[3]。大面积的耕地撂荒造成了

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永久性退化，在当前全球粮

食产量很不稳定形势下，严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

为此，2021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

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部门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耕地撂荒，充分挖掘增产保供潜

力，有序推动耕地利用。 

学术界在讨论耕地撂荒的缘由时，普遍认为城

镇化所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引发了家庭农业生产粗放、低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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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耕地出现撂荒[4]。一般而言，农户“离农”主要

原因在于外出务工能够获得远高于务农的高额收

益，拓宽家庭收入约束边界的同时，还能为其带来

更多的福利改善。然而，家庭劳动力的过度析出将

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大部分农户

会选择缩小经营面积，或是出于节省人力物力成本

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考虑选择购买社会化服

务实现要素替代，甚者撂荒耕地[5]。可见，劳动力

外出务工必然会影响耕地资源配置的相关行为，但

家庭耕地撂荒与否更多是以整体效用最大化为导

向[6,7]。同样，新迁移经济学并没有将劳动力转移表

征为个体行动，而是归纳为家庭层面的理性决策[8]。

单从劳动力个体经济行为视角出发并不能直接指

向家庭耕地撂荒，两者之间的作用层面更多源自于

家庭联合决策[9]。因此，想要探寻外出务工与农地

要素之间的互动机制，首先得从家庭这一基本生产

单位出发。 

家庭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其内部成

员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夫妻间相互扶持、生儿育

女、赡养父母这些农村传统而特色的家庭生存延续

模式，使得成员之间具有强烈的凝聚力，整个劳动

分工基础也是建立在家庭这一整体结构上[10]。由于

家庭中劳动个体固有的生物学差异，形成了相对稳

定的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女性的时

间分配往往集中在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之上，男性

则负责外出务工。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女性家庭地

位的不断提高，对于家庭生产决策具有更高的自主

选择意识，家庭妇女参与非农就业的人数急剧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非农就业情况呈

现出总量持续增加态势[11]，其中，2019 年女性农民

工人数占比一度达到了 35.1%
①。然而，现有研究鲜

有关注到女性劳动力逐渐演变成非农就业主体后

对于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针对耕地撂荒的研究更

多是基于自然因素的探讨，即便一些研究在考虑到

社会因素造成的劳动力损失效应时，也并未将家庭

劳动力性别差异的影响纳入其中。反观当前大量研

究对于女性劳动参与、家庭与工作平衡、性别观念

等方向的涌现，意味着女性外出务工可能有着特别

的意义[12]，可见，想要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

于耕地撂荒行为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识别家庭外出

务工人员的性别特征就显得极为重要。 

综上而言，面对当前农村地区严重的人口外流，

引发的耕地撂荒问题对农村社会生态、经济发展造

成了全方面影响，亟须采取多举措以确保农地资源

使用的高效性。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家庭内部分工理

论[13]，挖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结构性含义，据

此揭示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当前针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撂荒问

题的研究较为丰富，已有文献从要素配置决策视角

进行分析[14]，认为耕地撂荒实际上是耕地边际化中

的极端表现，耕地利用的边际收益不断缩小，即出

现了以耕地收缩为代表的撂荒现象。特别是城市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减少引发了耕地的边际

化，从而导致边际土地发生大规模的撂荒[1]。实际

来看，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多

数家庭户均耕地经营规模较小，难以获得有效的规

模收益，农业生产更多是维持家庭基本生计。相较

于传统农耕活动，非农就业具有丰厚的经济收益，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后，农户劳动力缺失引发

了耕地撂荒[15]。当劳动力非农转移后，虽然农户可

以通过流转土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再配置，但是耕地

对于农户来说更是一种难以替代的人格化财产，农

户通常会给予其更高的价值评价，不仅是生产经营

活动中的重要生产要素，还承载着社会保障和就业

功能[16]。特别在土地确权之后，家庭耕地财产化属

性突显，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土地流动性，部分较为

富裕的外出农户对于耕地的生存依赖程度较低，将

耕地视为一种预期收益存量，宁愿撂荒耕地也不愿

流转。当然，大多数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也并不

具备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能力，多是伴以兼业化生

产为主，以便在非农就业不景气时有路可退。部分

学者认为这种兼业化方式不仅不利于农业转型升

级，还会造成农地粗放式经营或是耕地撂荒，而且

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17,18]。

其中，以山区地带的旱地撂荒现象更为明显[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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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化盛行地区耕地撂荒的程度则较为轻微，即便

家庭中存在较高比例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在面对农

业生产有效劳动力不足时，农户可以选择增加机械

投入和购买农业生产服务来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替

代[21]。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能改变小农户的原始要

素投入结构和农业经营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

出务工农户的家庭资源禀赋约束。尤其是一些并不

具备生产比较优势的农户，在将部分弱势生产环节

外包给专业的服务组织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得到明显提高，能有效避免耕地撂荒的发生[22,23]。

但已有研究在讨论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时，

鲜有深入到家庭内部分工层面展开研究。事实上，

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在进行生产时

往往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分工优势进行决策。部分学

者指出，由于非农劳动力市场中性别要求的客观存

在，家庭劳动力转移表现出的性别差异现象更为突

出[24]。因此，基于性别差异视角探讨劳动力非农就

业与耕地撂荒之间的内在逻辑，能更为准确地辨析

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变化情况。 

（二）理论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贝克尔提出家庭内部劳动

力分工理论，为研究家庭这一行为主体提供了新的

思路。家庭内部分工理论认为家庭作为微观的生产

部门，成员之间都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在一个高效

率的家庭中，拥有更多比较优势的人会使其生产活

动专业化。他们不会同时投资于市场部门和家庭部

门，在市场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员会使其市场活

动完全专业化，在家庭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员则

会使其家庭活动专业化，以此获取专业化投资收益。

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的专业化分工主要受到男女性

别内在差异的影响，由于女性不仅有生产和养育孩

子的责任义务，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

顾孩子，倾向于从事家庭部门的活动[13]。本文通过引

入贝克尔家庭内部分工理论研究劳动力外出务工农

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其中劳动力在家庭部门的活动

除了贝克尔规定的家务劳动、赡养老人以及抚育后

代外，还包括农户自身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实际中，大部分外出劳动力并不具备充足的人

力资本积累，在向城市转移后一般从事技术能力要

求较低的体力劳动型工作。这种结构性的就业岗位，

多数条件艰苦且难以获得较为稳定的长期性收入

来源；加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户普遍选择

男性外出务工，女性成员则留守农村承担家庭照料

以及兼顾简单的农业生产。即使女性劳动力有外出

流动的意识，但由于其家庭话语权较低，往往会受

到家庭中长辈和丈夫的反对，这使得中国农村家庭

中男女外出就业表现出巨大差异[25]。而近些年打工

热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传统父权、夫权制

度的消解和女性思想的解放，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

地位逐渐上升，具有更加明显的自主决策权，大量

女性劳动力逐渐走出家庭融入社会[26]。值得注意的

是，女性劳动力作为家务劳动和家庭生产活动的主

要承担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成员的食物消费

和营养摄入[27]，当其选择外出务工后，在平衡工作

时间与家庭照料之间逐渐演化出较为严峻的制约

关系。部分研究指出女性在承担赡养老人和抚养孩

子等家庭责任方面会明显阻碍她们从事非农就业[28]。

尽管家庭照料无需付费，但照料老人将会压缩自己

的劳动时间，面临劳动参与率下降以及收入损失的

机会成本，即家庭照料存在的隐性成本[29]。随着外

出后劳动负担的增加，以及时间和精力的条件约束，

女性劳动力对于市场部门投资的增加必然会减少

家庭部门的生产投入。 

总的来说，农户依据家庭成员比较优势进行内

部分工安排，女性劳动力在家庭中负责照顾老人、

抚育小孩，作用不可替代。但女性劳动力留于农村

往往体现了农户非农转移的不彻底性，此时家庭非

农就业劳动力“返农”的可能性较大。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非农就业岗位后，高额

的非农就业收入提高了女性劳动力在农村照看孩

子、家务劳动、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女性劳动力

外出挣钱动力增加，非农生产活动的参与越发频繁。

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业更能引致家庭的整体

“离农”。当家庭中女性劳动力逐步选择外出后，

农户日益“离地”进而完全退出农业生产。因此，

相较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其家庭耕

地撂荒具有更为直接和显著的影响。鉴于此，本研

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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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劳动力外出务工将会促进耕地撂荒行为。 

H2：相比男性外出务工，家庭中女性外出务工

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于 2016 年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作为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

踪调查，主要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

容涵盖家庭分工、农业投入、耕地利用等方面，较

为契合本文研究方向。其中，调查问卷包含个人、

家庭以及村庄三个层面的信息，调查了 224 个农村

社区，样本分布于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稳定性和权威性。本文通过原始数据整理，剔除缺

失值以及极端异常值后，最终获得 7005 个农户有

效样本。 

（二）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刻画劳动力外出务工

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以便更好地识别两者之间的关

系。具体模型如下： 

𝐴𝐶𝐿𝑖 = 𝛼0 + 𝛼1𝑀𝑊𝑖 + 𝛼2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 +

𝜆𝑗 + 𝜀𝑖，𝐴𝐶𝐿𝑖 = {
1，𝐴𝐶𝐿𝑖 > 0

  0，otherwise
         (1) 

在（1）式中，𝐴𝐶𝐿𝑖代表第𝑖个农户的撂荒行为，

𝑀𝑊𝑖为第𝑖个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为

第𝑖个农户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的控制

变量，𝜆𝑗为地区固定效应，𝜀𝑖为随机扰动项。外出务

工作为一项自我选择行为，农村劳动力会根据自身

能力、性格偏好以及当地社会制度文化的影响决定

是否外出务工，遗漏这些不可观测变量将会导致内

生性问题的产生。因此，本文通过寻找合理的工具

变量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 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修正模型如下： 

𝑀𝑊𝑖 = 𝛽0 + 𝛽1𝑍𝑖 + 𝛽2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 + 𝜆𝑗 +

𝜀𝑖                          (2) 

𝐴𝐶𝐿𝑖 = 𝛼0 + 𝛼1𝑀�̂�𝑖 + 𝛼2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𝑖 +

𝜆𝑗 + 𝜀𝑖                     (3) 

（2）式中的𝑍𝑖代表工具变量，（3）式中的𝑀�̂�𝑖

为第一阶段通过回归所得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预

测值，其余数值变量均与（1）式中的描述相同。 

（三）核心变量设置 

1．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 CLDS2016 调查数据的研究，根据问

卷提供的“他/她为什么不住在这个家里？”，选取

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工作”选项，根据农户外出务

工人数占比来衡量家庭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行为。此

外，本文根据外出务工人员的性别特征分别细化为

男性、女性的外出务工行为，进行再次识别。 

2．被解释变量 

借鉴罗明忠等的研究思路[10]，对农户是否存在

撂荒行为进行 0、1 赋值，并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

计。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根据 CLDS2016 数据提

供的“去年，您家有多少亩土地”中的耕地弃耕面

积来衡量，由于该变量为连续变量采用 OLS 模型进

行估计。 

3．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9,23]，引入其余控制变量，主

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

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

健康状况；第二类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收入、

通电情况、信息化方式、家庭卫生情况、社会关系

情况、家庭成员关系状况、耕地面积、耕地是否流

转、耕地是否确权；第三类是村庄特征，包括村庄

交通便利程度、村庄地形、村庄统筹服务。此外，

本文为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影响，还控制

了地区固定效应，将“东部省份”作为对照组，“中

部省份”“西部省份”作为控制组。 

4．工具变量 

本文选取“除农户自家外同一行政村内其他农

户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均数”作为工具变量。

首先，同一个行政村内其他农户家庭的外出务工人

数并不会影响农户本身家庭的耕地撂荒，满足外生

性要求；其次，同村人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越高，

不仅反映出村庄内部非农经济情况越突出，同时在

广大农村家庭中非农就业选择表现出一定的同群

效应[30]，这种同群效应会通过同村邻里之间的交流

互动带动农户本人的非农就业，即满足相关性要求。

对于农户𝑖而言，若其所在村庄为𝑐，𝑁𝑐代表村庄𝑐的

样本家庭数目，则工具变量具体构造原则如下： 

𝑍_𝑖𝑣𝑖𝑐 =
1

𝑁𝑐−1
∑ 𝑍𝑗𝑐𝑗≠𝑖                   (4)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第 24 卷第 2 期 张禹书等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23  

表 1 变量选择、定义和赋值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耕地撂荒行为 家庭承包地是否存在撂荒：是=1，否=0 0.1196 0.3246 

耕地撂荒面积 家庭承包地撂荒面积(亩) 0.3480 1.8943 

水田撂荒面积 家庭承包地中水田撂荒面积(亩) 0.1479 0.8623 

旱地撂荒面积 家庭承包地中旱地撂荒面积(亩) 0.1561 1.1091 

劳动力外出务工 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比例 0.1791 0.2148 

女性外出务工 家庭中女性外出务工人数占女性劳动力总人数比例 0.0634 0.1141 

男性外出务工 家庭中男性外出务工人数占男性劳动力总人数比例 0.1157 0.1569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53.2238 14.9595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0.5843 0.4929 

户主受教育程度 被访农户户主学历：未上学=0，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1.4393 0.9997 

户主政治面貌 党员=1，团员=2，均不是=3 2.8456 0.5335 

户主婚姻状况 被访农户户主是否未婚：是=1，否=0 0.9071 0.2904 

自有耕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面积(亩) 6.4445 50.4493 

流转耕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流转面积(亩) 1.5971 17.7947 

土地确权 家庭耕地是否确权：是=1，否=0 0.5043 0.5001 

家庭总收入 家庭年收入(万元) 4.1266 6.9030 

用电情况 没通电=1，经常断电=2，偶尔断电=3，从未断电=4 3.1537 0.5212 

互联网使用情况 不上网=0，只使用电脑上网=1，只使用手机上网=2，既使用电脑也使用手机上网=3 1.0880 1.2869 

社会关系维护 家庭在过去两年内，单次送礼金额(万元) 0.0215 0.2447 

家庭汇款收入 家庭全年汇款收入(万元) 0.1441 0.8706 

家庭卫生状况 家庭内部卫生情况主观评分：1~10 6.0745 1.7669 

家庭成员和睦程度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情况主观评分：1~10 7.1601 1.6126 

村庄交通 村庄交通道路硬化路占比(%) 64.8227 26.2312 

村庄地势 村庄地势情况：平原=1，丘陵=2，山区=3 1.8073 0.8305 

村庄公共服务 本村是否为乡镇政府所在地：是=1，否=0 0.1492 0.3564 

 

四、模型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行为的基准回归

结果如表 2 所示。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了 3 个

方程的回归。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的估计结果显

示，在控制了户主、家庭、村庄特征变量以及地区固

定效应后，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家庭耕

地撂荒行为，验证了假说 H1。具体而言，变量“劳

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劳动力外出务工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农户家庭耕地

撂荒将相应增加0.5543，且在1%水平上显著。同样，

变量“女性外出务工”与“男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

荒行为均呈现显著正向作用，且在 1%水平上显著。

两者对比可知，女性外出务工的回归系数值高于男

性外出务工的回归系数值，即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2，

女性外出务工引发家庭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高。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基准回归模型并未考虑潜在的内

生性问题，使得上述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估计偏误，需

进行进一步的计量检验。 

表 2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外出务工 0.5543*** (0.0921)     

女性外出务工   0.7868*** (0.1648)   

男性外出务工     0.5897*** (0.1257) 

户主年龄 0.0031* (0.0017) 0.0031* (0.0017) 0.0033* (0.0017) 

户主性别 0.0563 (0.0435) 0.0401 (0.0434) 0.0610 (0.0435)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606** (0.0250) -0.0598** (0.0250) -0.0583** (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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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户主政治面貌 0.0078 (0.0392) 0.0092 (0.0391) 0.0129 (0.0391) 

户主婚姻状况 -0.1158* (0.0686) -0.1209* (0.0685) -0.1175* (0.0684) 

自有耕地面积 -0.0020 (0.0007) -0.0002 (0.0007) -0.0020 (0.0007) 

流转耕地面积 -0.0053 (0.0035) -0.0057* (0.0035) -0.0054 (0.0035) 

土地确权 -0.0230 (0.0407) -0.0239 (0.0407) -0.0201 (0.0407) 

家庭总收入 0.0006 (0.0031) 0.0010 (0.0031) 0.0012 (0.0030) 

用电情况 -0.1835*** (0.0395) -0.1887*** (0.0394) -0.1823*** (0.0394) 

互联网使用情况 -0.0029 (0.0185) -0.0136 (0.0183) -0.0082 (0.0184) 

社会关系维护 -0.1024 (0.2211) -0.1185 (0.2262) -0.1010 (0.2263) 

家庭汇款收入 0.0450** (0.0211) 0.0476** (0.0210) 0.0473** (0.0210) 

家庭卫生状况 -0.0347*** (0.0131) -0.0319** (0.0131) -0.0339*** (0.01301) 

家庭成员和睦程度 0.0396*** (0.0140) 0.0376*** (0.0140) 0.0404*** (0.0140) 

村庄交通 0.0041*** (0.0008) 0.0041*** (0.0008) 0.0041*** (0.0008) 

村庄地势 0.1943*** (0.0247) 0.1987*** (0.0246) 0.1975*** (0.0246) 

村庄公共服务 -0.2568*** (0.0621) -0.2709*** (0.0620) -0.2589*** (0.0621) 

常数项 -1.4235*** (0.2635) -1.3424*** (0.2627) -1.4352*** (0.2634)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Wald chi2 244.04 230.41 229.89 

Pseudo R2  0.0479 0.0453 0.045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值。以下同。 
 

（二）工具变量估计 

上述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家

庭耕地撂荒，也与现有较多文献研究结果相符[15]。

但家庭耕地撂荒与劳动力外出务工之间可能存在

互为因果的关系，加上存在一些不可控制的遗漏变

量问题，模型内生性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采用 IV-

Probit 方法对模型内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

验（表 3），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中 F值为 86.98，

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排除了内生性后的回归结果较基准回归结

果有了较大幅度提升，表明原模型忽视内生性问题

将会低估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的影响效应。 

表 3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耕地撂荒行为(IV-Probit)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劳动力外出务工 
0.8823*** 

(0.0225) 

2.8053*** 

(0.3292) 

0.8437*** 

(0.0252) 

2.6783*** 

(0.2828) 

常数项 
0.0210*** 

(0.0046) 

-1.7154*** 

(0.0498) 

-0.0359 

(0.0307) 

-1.7316 

(0.2789)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 F值 153.06*** 86.98***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

CLDS2016 问卷中的耕地撂荒面积数据对模型进行

重新估计，并采用 OLS 方法评估劳动力外出务工对

耕地撂荒面积的影响（表 4）。模型 1、模型 3、模

型 5 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

农户耕地撂荒面积；考虑到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后，

“女性外出务工”对家庭耕地撂荒面积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且显著高于“男性外出务工”的影响程度。

在引入控制变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后，模型 2、模

型 4、模型 6 的估计结果同样表现出稳健性，再次

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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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劳动力外出务工 
0.3633*** 

(0.0994) 

0.3028*** 

(0.088) 
    

女性外出务工   
0.6115*** 

(0.1871) 

0.5273*** 

(0.2043) 
  

男性外出务工     
0.3581*** 

(0.1362) 
0.2742* 

(0.1528) 

常数项 
0.2829*** 

(0.0278) 

0.4266 

(0.3067) 

0.3092*** 

(0.0244) 

0.4643 

(0.3063) 

0.3066*** 

(0.0265) 

0.4343 

(0.307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R2 0.0016 0.0077 0.0012 0.0048 0.0012 0.0043 

 

2．根据撂荒耕地类型差异进行检验 

前述分析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将会显著增加

家庭耕地撂荒行为，但不同类型的耕地所具有的价

值禀赋并不相同，为了进一步验证外出务工对耕地

撂荒的影响，本文根据 CLDS2016 问卷中撂荒耕地

类型差异，将耕地区分为水田和旱地进行讨论（表

5）。观察表 5 模型 1 到模型 6 可以发现，核心解

释变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水田撂荒行为具

有显著正向作用，劳动力外出务工每增加 1 个百分

点，水田撂荒行为将会增加 24.34%，对于旱地撂荒

行为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从外出务工劳动力性别

视角来看，变量“男性外出务工”仅对家庭水田撂

荒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男性外出务工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家庭水田撂荒行为增加 24.76%；变量“女

性外出务工”对家庭水田撂荒行为、旱地撂荒行为

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文

假说 H2。已有研究[19]指出，农户之所以水田撂荒面

积大于旱地撂荒面积，一方面是因为此类农户多以

务农生产为主，其劳动力平均年龄远大于其他农户，

对他们而言耕种水田的难度要大于种植旱地；另一

方面基础水利设施的缺乏导致部分水田灌溉困难，

农户有限能力条件下，倾向于将其田改旱或转出甚

至撂荒。具体而言，主要是水田和旱地对于农业生

产投入的要求是不同的，通常水田主要用于种植粮

食类作物中的水稻，而旱地则多用于种植玉米、大

豆、高粱等粮食作物；依据不同作物农业生产的时

间节点，水田耕作时间不仅早于旱地，且具有更长

的育苗备耕时限，水田种植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

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相较于水田作业，旱地农作

并不需要密集的劳动要素投入，对于劳动强度的要

求较为松缓。基于家庭内部分工选择，当家庭中男

性外出务工后，女性家庭成员在家担负照料老人、

养育孩子、家务劳动等家庭部门生产活动，同时可

以兼顾较为简便的农业生产劳动。当家庭女性成员

选择外出务工后，家庭生产方式彻底脱离农业，即

便是生产投入需求较少的旱作耕地，也更容易发生

撂荒。 

表 5 撂荒耕地特征的估计结果 

变量 
家庭水田撂荒行为 家庭旱地撂荒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劳动力外出务工 
0.2434*** 

(0.0501) 
  

0.0677 

(0.0633) 
  

女性外出务工  
0.3752*** 

(0.0918) 
  

0.1551* 

(0.1161) 
 

男性外出务工   
0.2476*** 

(0.0687) 
  

0.0406 
(0.0868) 

常数项 
0.1505 

(0.1378) 

0.1815 

(0.1377) 

0.1531 

(0.1380) 

-0.5230 

(0.1743) 

-0.4433 

(0.1740) 

-0.0478 

(0.17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0131 0.0121 0.0116 0.0049 0.0050 0.048 

 
 

（四）异质性分析 

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情形下，农业社会化

服务作为一种主观选择，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原始要

素投入结构约束，直接影响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

因此，有必要考察社会化服务对于劳动力外出农户

耕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关系。考虑到农机服务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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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农户农田耕作方

式以及生产工具的来源进行识别，将 CLDS 数据问

卷中采用“传统农耕”的农户赋值为 0；对于“半

机械化”和“全机械化”的农户进一步考察生产工

具的购置情况，“全部租用别人或某公司”以及“借

用他人或集体”则赋值为 1，其余情况赋值为 0。表

6 中模型 1 和模型 4 结果显示，采用社会化服务组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效应明显小于

未采用社会化服务组（0.3751<0.4713），且在 5%水

平上显著。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存在的性别差异

时，模型 3 和模型 6 显示，采用社会化服务组男性

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明显低于男性未

采用组（0.4782<0.5629）。同样，在模型 2 和模型

5 中，采用社会化服务组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

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低（0.3536<0.4590），虽然回归

结果不显著，但估计系数方向均为正。结果表明，

对于劳动力外出农户而言，社会化服务的采用能够

有效缓解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 但女性劳动力外

出务工后农户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 

表 6 社会化服务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用社会化服务组 未采用社会化服务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劳动力外出务工 
0.3751** 

(0.1856) 
  

0.4713** 

(0.2371) 

 

 

 

 

女性外出务工  
0.3536 

(0.3427) 
  

0.4590 

(0.4094) 
 

男性外出务工   
0.4782** 

(0.2444) 
  

0.5629* 
(0.3129) 

常数项 
-2.5556*** 

(0.4841) 

-2.5033*** 

(0.4825) 

-2.5731*** 

(0.4848) 

-1.7258*** 

(0.630) 

-1.6679*** 

(0.6293) 

-1.7774*** 

(0.63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242 3242 3242 2215 2215 2215 

Pseudo R2 0.0563 0.0540 0.0561 0.0351 0.0342 0.0342 

 

五、进一步讨论 

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内在逻辑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赚取高额的非农收益来维持家庭的体面

生活，二是积攒今后进城所需的生活积蓄[31]。由此

来看，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是为了整个家庭的收益

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外出务工虽然增加了家庭工

资性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家庭的

务农活动，降低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当家庭

的市场部门投资能够完全弥补放弃家庭部门生产

所带来的损失时，农户更有可能通过撂荒耕地从农

业生产中释放更多的劳动力，引致家庭所有劳动力

集中于市场部门的极端化专业生产。故推测经济收

入较高的农户，对于耕地的生计依赖程度较低，发

生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高。现有研究多关注农户非

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忽视了除非农收入外家

庭其他收入的作用[4]，单独的引入非农就业收入或

是务农收入考察经济水平对于农户撂荒的影响，可

能会低估家庭综合生产能力带来的收益提升。考虑

到家庭总收入包含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

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能更全面地涵盖外出务

工与耕地撂荒决策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综合效应。因

此，本文将农户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引

入调节变量检验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

响。表 7 中模型 1 与模型 2 显示，“劳动力外出务

工×家庭总收入”与耕地撂荒呈正向相关，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同样稳健，说明

高收入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发生耕地撂荒的概

率越大，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32]。 

此外，本文根据劳动力性别差异，在估计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引入交互项后发现，“女性外出务工”

变量受到家庭总收入的调节影响后，家庭耕地撂荒

决策受到明显影响，且显著高于“男性外出务工”

交互项变量的系数值（0.041>0.026）。这表明家庭

总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激发女性外出务工对于耕

地撂荒的作用，从而使得耕地撂荒概率大大增加。

家庭总收入对女性外出务工与耕地撂荒的调节效

应之所以更明显，在于增加收入的动力提升了女性

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率，为了获取高额收益，她们

会选择放弃花费在家庭照料和农业生产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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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进而促进整个家庭的“离农”倾向，逐步退 出农地生产。 

表 7 家庭总收入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劳动力外出务工 
0.4581*** 

(0.1063) 
0.3530*** 

(0.1184) 
  

女性外出务工   
0.2483** 

(0.1004) 
 

男性外出务工    
0.2393*** 

(0.0847) 

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总收入 
0.0432** 

(0.0172) 
0.0527*** 

(0.0199) 
  

女性外出务工×家庭总收入   
0.0407*** 

(0.0151) 
 

男性外出务工×家庭总收入    
0.0262* 

(0.0141) 

常数项 
-1.2409*** 
(0.0329) 

-1.3779*** 
(0.2635) 

 
-1.4064*** 
(0.2633)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Pseudo R2 0.0121 0.0596 0.0473 0.0463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农户家庭内部分工视角探讨劳动力外

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基于家庭外出劳动力性

别差异分析其内在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第一，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耕地撂荒行为，且

男性、女性外出务工均会对耕地撂荒造成正向影响，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此结论；相

较于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

地撂荒行为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第二，异质性分

析显示，采用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

农户的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

户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第三，将家庭

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结果表明家庭总收

入增加将会强化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

影响。  

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推动农村传统经济现代转型

的必由之路，当前非农就业市场对于农村女性劳动

力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男女之间的分工比较优势

趋于平衡，这意味着农户的整体“离农”更容易实现，

在这种趋势下，要想处理好农村地区劳动力要素与

土地资源要素之间的配置矛盾：首先，政府部门应当

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就业

环境，稳定外出务工人员心理预期，在确保家庭耕地

权益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更好地引导分散的耕地资

源向集体组织汇集。其次，对于部分经济条件较好、

长期性撂荒的农户，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尊重其主观

意愿并鼓励其主动退出或暂时交还承包地，兼顾公

平原则分类制定补偿方案，收回的土地承包权优先

分配至适度规模经营生产者，充分调动其耕地种植

意愿，保证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稳定性。最后，一些具

有农业种植倾向的劳动力外出农户受制于家庭资源

禀赋约束被迫撂荒耕地，为此，要支持有务农意愿的

劳动力外出农户参与到部分生产环节，可以通过因

地制宜发展社会化服务，拓宽服务主体的服务领域

和服务对象，尽可能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耕地

复耕积极性。即便部分劳动力外出农户存在无力耕

种的困境，也可以通过全程式、菜单式托管服务引领

其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为当地遏制耕地撂荒和挖

掘保供潜力提供坚实支撑。 

注释：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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